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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9765199]摘要：城市创新溢出对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从创新禀赋、溢出禀赋出发，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溢出环境、溢出广度为二级指标，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指标权重、评价各城市创新溢出水平，再分析其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创新投入、溢出广度对城市创新溢出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滁州、安庆、铜陵、宣城、池州、盐城的创新溢出水平偏低；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创新溢出水平增强，呈现出东南强、西北弱、多中心的分布特征。最后，就激发城市创新溢出效益、促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提出对策。
关键词：区域创新；创新溢出；熵权TOPSIS法；长三角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C931；F124.3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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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rban innovation spillov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16 to 2020, starting from innovation endowment and spillover endowment, and taking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output, spillover environment and spillover breadth as secondary index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constructed.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ndex weight,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 level of each city, and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novation input and spillover breadth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urban innovation spillover.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 in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Hangzhou and Hefei, but low in Chuzhou, Anqing, Tongling, Xuancheng, Chizhou and Yancheng. The overall innovation spillover level [footnoteRef:1]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enhanced,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southeast, weak northwest, and multi-center.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timulate spillover benefits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科技资源共享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20CGL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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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举措。在此背景下，推动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成为国内多地区的发展重心所在。长三角城市群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1]，也是率先践行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要地之一，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促进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22年8月22日，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厅（委）正式印发《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要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构建区域一体化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区域创新协同不仅与各地知识积累、科技投入等要素密切相关，也离不开其他地区创新溢出效应的作用。因此，激发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创新效应的交互和释放，成为实现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构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不仅在经济体量、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创新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由此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是表现各异。为实现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最大化、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进步，对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作出科学评价是重要前提。为此，本文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评价出发，围绕创新禀赋、溢出禀赋两大维度构建城市创新溢出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创新溢出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对城市群创新溢出的动态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从中探寻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变化发展的重要规律，以期从城市创新溢出效应视角为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1创新溢出效应研究
溢出效应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创新成果具备公共属性与外溢性，其产生的全部收益时常向其他主体外溢，难以被投资者垄断[2]。创新的大量收益会通过外溢的方式流向其他主体，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3]。研究创新溢出效应对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激发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创新产生的外溢效应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国内大量研究围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主国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4-7]、产学研体系中高校的创新溢出效应展开[8-11]。
首先，吸引外资投入是引进、吸收其他国家先进技术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东道主国科学研发与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4]。郭平等[5]运用动态估计模型中GMM估计法，发现外资对我国中、东、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考虑到江苏省外资投入规模较大，叶娇等[6]发现，FDI流入对江苏省技术研发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此外，外资投入对东道主国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存在一定条件。黄烨等[7]发现，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创新溢出作用受外资竞争水平、内资模仿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且整体呈倒U型。
其次，“产学研”合作是产生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高校在此系统中承担着基础研究的职责，其创新能力的进步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8]。王淑英等[9]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创新产出存在地理空间集聚现象，提高高校创新投入水平会显著促进创新空间溢出。李文辉等[10]从技术贸易与技术合作两大路径出发，构建高校技术创新溢出能力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规模、社会网络、人力投入等指标对高校创新溢出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与之类似，汪涛等[11]利用熵值法与DEA模型，以高校与其他主体联合申请专利数量、高校专利技术转移数量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分析发现我国东部地区高校溢出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
1.2城市创新溢出研究
除外资、高校创新溢出外，城市创新溢出也是创新溢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伴随我国城市一体化政策推进，以各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12]，成为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城市群内部的各城市为高校、企业、人才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创新溢出效益，对促进城市群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众学者从城市、城市群视角出发，对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展开研究。其中，大量研究探讨了城市创新溢出的存在性与重要性问题[13-21]，并对其影响因素作出相应阐述[22-26]。
首先，创新溢出效应在城市创新活动中普遍存在，有利于增强其他主体创新产出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国外学者认为，城市创新活动在产出相应创新成果的同时，也会促进创新集聚与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周边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13-14]。Lim[15]对1990—1999年间美国大都市创新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各区域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且在传统科技都市圈之外不断形成新兴科技都市圈。Kerr[16]发现，城市创新中心会通过产业空间转移等方式促进其他地区创新增长。同时，一些国内学者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研究城市群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溢出作用。宋旭光等[17]提出，区域创新不仅与当地创新能力有关，也会受到其他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马为彪等[18]根据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能促进城市群分工，进而增强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此外，当中心城市的经济密度增加至一定规模时，才会对周边区域形成创新外溢，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19]。原嫄等[20]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地高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多样化集聚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群创新协同发展，其中成都、重庆等市是产业集聚的核心城市。王建国等[21]通过对我国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溢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进步显著促进了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且溢出效益呈倒U型态势。
其次，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由于各学者的研究侧重与方法不同，所得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总体而言，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受以下两方面要素影响：第一，在内部驱动要素方面，城市创新溢出主要与城市自身创新能力及创新资源禀赋相关。周锐波等[22]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研究城市创新的时空分布与溢出效应，认为研究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等变量与知识溢出密切相关。胡俊峰[23]以上海大都市圈为对象，研究相邻地区技术溢出及其对各地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的溢出相应过程极为复杂。其中，创新投入、市场规模等因素会正向促进周边城市对溢出效应的吸收。陈大锋等[24]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R&D投入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城市创新溢出水平。第二，在外部驱动要素方面，城市创新溢出主要与外溢环境有关变量相关。程开明等[25]、邱洋冬[26]基于空间视角，分别发现地理距离变化、网络设施建设会影响城市创新溢出水平。其中，城市溢出效应与地理距离之间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最优溢出距离各不相同；便利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空间距离对知识溢出的阻碍作用，从而加速知识溢出，促进各城市企业创新。
最后，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科研创新的核心地区之一，其创新溢出效应也获得部分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城市创新关联是创新合作和知识溢出的重要路径之一，而长三角城市间创新联系已形成多层多向的分布特征[27]。翟婧彤等[28]运用动态面板与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创新能力及空间溢出效应之间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各市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上海对周边的辐射促进作用最强。在影响因素方面，戴靓等[29]基于长三角城市群论文合作发表数据，研究发现高校数量、研发投入等因素会正向促进城市对外研究合作。从空间集聚与溢出视角出发，刘鉴等[30]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周边城市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会推动当地技术创新进步。且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和创新平台能增强本市、周边城市以及城市群创新产出能力。
1.3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有关城市创新溢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考。然而，相关研究仍有可待补充之处。首先，国内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城市创新溢出存在性、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但少有文献以城市创新溢出效应的综合评价为研究视角，分析各城市创新溢出水平的高低状况及时空演进，探讨如何利用溢出效应推动城市群创新协同发展。其次，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虽丰富多样，但少有文献通过构建具体可测算的指标体系评价分析城市创新溢出效应，且以我国科技创新龙头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的研究仍有待补充。基于此，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依据国务院所批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得分并排序，以此分析各市创新溢出效应的强弱及时空分布规律。以便为不同溢出水平的城市提供针对性发展建议，以期激发城市创新溢出效益、加速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协同，同时为城市创新溢出相关研究提供视角与方法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城市创新溢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现有文献可知，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与城市创新能力、创新资源积累和外部溢出环境密切相关。创新能力为创新溢出提供基础和动力，学界通常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来衡量[31]。而创新资源积累为创新溢出提供人才、资金等支撑，是创新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媒介、交通设施等溢出环境影响创新溢出的效率。此外，创新溢出广度能较为直观地反应创新主体向其他区域实施溢出的程度。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创新溢出内涵与特性，从城市创新禀赋与溢出禀赋两大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创新禀赋与溢出禀赋为一级指标。其中，创新禀赋包含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项二级指标，溢出禀赋包含溢出环境与溢出广度两项二级指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创新禀赋。在创新投入方面，科研人才拥有较强的科研创新产出能力，是提高国家乃至地区创新能力的根本[32]。因此，本文参考以往研究，选取人才储备为指标，以各市历年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衡量，以便消除因人口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此外，培育创新人才离不开高校，高校是当今各地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培育地[33]，各地研究院所常依托高校而建立，高校知识溢出也是城市创新溢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推动区域整体创新效益的进步[34]。因此，本文选取建设高校数量为指标，以各市历年建设普通高等学校的总数衡量。最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能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支撑当地开展创新实验活动[31]，是衡量城市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为指标，以各市历年开展R&D活动的内部经费支出衡量。
在创新产出方面，专利产出是创新主体知识创新与科技研究成果的重要具现形式之一。现有研究经常采用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来评价研究主体的创新能力。专利可被分为发明类、实用新型类与外观设计类，其中，发明类专利兼具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更能体现研究对象的真实创新水平[10]。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发明专利授权与发明专利申请为指标，以各市历年每万人发明类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衡量。
（2）溢出禀赋。在溢出环境方面，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各创新人才流通，加速创新主体间相互交流与融合[35]，因此，本文选取交通通达程度为指标，以各市历年公路客运量与民航客运量的总和占城市人口比重衡量。此外，城市邮政电信业务涵盖物流、邮件、电话等基本业务，邮电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当地通信服务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区域创新溢出。因此，本文选取邮电业务发展水平为指标，以各市历年每万人邮政电信业务收入总量衡量。再次，互联网能缓解交通距离和时间差异对知识外溢的阻碍作用，较高的互联网普及水平有利于打破时空界限问题，能有效促进创新成果传播与共享。因此，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水平为指标，采用各市历年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占城市人口比重衡量[32]。最后，城市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体量大小及其资源集聚能力。城市人口越多，则易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同时也更易带动周边城市创新[24]。因此，本文选取城市人口为指标，以各市历年常住人口衡量。 
在溢出广度方面，技术贸易和技术合作是典型的两种技术扩散路径，同时也是创新外溢的最强形式[36]。各创新主体通过科研合作等方式，共享创新资源与技术，促进科研成果的产出与交换，从而提高其他主体的创新效益，最终实现创新外溢。而科研合作的成果常通过论文合著、专利合作等方式展现[29]。因此，除采用发明类专利申请数、授权数之外，还应该将有关城市间科研合作的各项变量纳入指标体系。基于此，本文选取专利权转让数与合作申请专利数为指标。其中，专利权转让数以各市历年发明类专利的专利权转出总数衡量，合作申请专利数用各市历年与其他城市合作申请的发明类专利总数衡量。两类指标均以城市为统计单位，其中合作申请专利数以第一申请人为计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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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说明
	单位

	创新禀赋
	创新投入
	建设高效数量
	普通高等学校总数
	个

	
	
	人才储备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万人/万人

	
	
	R&D经费支出
	开展R&D经费总支出
	亿元

	
	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量
	每万人拥有发明类专利授权量
	项/万人

	
	
	发明专利申请量
	每万人拥有发明类专利申请量
	项/万人

	溢出禀赋
	溢出环境
	交通通达程度
	公路与民航客运量和占城市人口比重
	万人/万人

	
	
	邮电业务发展水平
	每万人邮政电信业务收入总量
	亿元/万人

	
	
	互联网普及水平
	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占城市人口比重
	万户/万人

	
	
	城市人口
	常住人口数
	万人

	
	溢出广度
	专利权转让数
	发明类专利专利权转出量
	项

	
	
	合作申请专利数
	与其他城市合作申请发明类专利量
	项


2.2 城市创新溢出研究设计
熵权TOPSIS法是一种典型的综合评价方法，其实现了熵权法与TOPSIS法的有机结合。其中，熵权法是一种经典的客观赋权法，与主观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相比，其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37]。TOPSIS法通过计算各研究主体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从而实现对各研究主体的综合排序，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信息失真较少[38]。熵权TOPSIS法利用熵权法所得指标权重辅助TOPSIS法后续的计算过程，能够使计算结果更具客观性与准确性。因此，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座城市的创新溢出能力进行评价与分析。
首先，运用熵权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能力各指标权重。设有n个研究目标和m个评价指标，则原始数据矩阵为，具体步骤如下：
（1）为消除各指标间量纲不同对分析带来的影响，采用极值处理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极值法相较于标准化平移法等其他线性无量纲化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更具优势[39]。由于所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代表水平越好，且不含负值，因此运用公式（1）计算，得到标准化矩阵：
                                            （1）
（2）对标准化后的矩阵按公式（2）、（3）、（4）依次计算第j项指标第i项的比重、熵值和冗余度:
                                                     （2）
                                           （3）
                                                      （4）
（3）运用公式（5）依次计算各指标权重：
                                                     （5）
其次，运用TOPSIS法计算研究主体的正、负理想解，之后计算各主体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与接近度，最终实现对研究主体的综合排序，具体步骤如下：
（1）将熵权法所得各权重指标与公式（1）所得标准化矩阵相乘，得出新数据矩阵：
                                                （6）
（2）运用公式（7）、（8）计算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
                                                （7）  
                                                 （8）
（3）运用公式（9）、（10）分别计算各研究主体对应指标数据距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9）
                                          （10）
（4）运用公式（11）计算各研究主体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11）
相对接近度的取值介于0—1之间，其大小代表各市创新溢出能力评分的高低，即相对接近度越高，该市创新溢出能力评分越接近最优创新溢出能力水平，则该市创新溢出能力越强。
3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对象。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统计局报导数据。此外，专利权转让数、合作申请专利数、统计年鉴中未涉及的部分发明类专利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依据该城市其余年份数据，采用线性拟合法填补。
3.1 指标权重测算及分析
根据已得数据，采用3.2节熵权法计算公式，计算得出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创新溢出能力评价指标权重，结果见表2。此外，在指标权重变化趋势方面，本文以2016—2020年各指标历年权重数据为依据，绘制城市创新溢出能力评价指标趋势图，结果见图1.
根据表2，从各指标平均权重看，首先，合作申请专利数、建设高校数量、R&D经费支出、专利权转让数4项三级指标的平均权重分别为16.36%、12.96%、12.70%、11.79%，均大于10%。说明这四项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溢出影响较大。此外，这四项指标主要集中于创新投入和溢出广度中，说明提高创新投入与溢出广度这对于增强城市创新溢出效应更为重要。究其原因，充足的创新投入能为城市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同时也表明该市对科研创新的重视程度较高，更易吸引创新人才往来与创新资源交换，从而进一步增强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创新溢出广度能够较为直观地表现出该市向周边区域开展创新合作、输出创新成果的程度，创新溢出广度越大说明其创新溢出效应较强。其次，邮电业务发展水平、人才储备、城市人口规模、发明专利申请量4项三级指标的平均权重分别为8.34%、7.41%、7.40%、7.22%，均大于7%。最后，发明专利授权量、交通通达程度、互联网普及水平3项三级指标的平均权重相对较低，分别为6.02、5.21%、4.59%，均大于4%。其中。互联网普及水平的平均权重最低，表明相较于其他指标而言，其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的关系较弱。
表2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评价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均值

	创新投入
	建设高效数量
	13.39%
	13.06%
	12.81%
	12.62%
	12.92%
	12.96%

	
	人才储备
	7.73%
	7.43%
	7.37%
	7.02%
	7.50%
	7.41%

	
	R&D经费支出
	11.77%
	12.37%
	12.99%
	12.99%
	13.37%
	12.70%

	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量
	7.00%
	6.64%
	6.30%
	5.08%
	5.09%
	6.02%

	
	发明专利申请量
	6.23%
	7.54%
	8.33%
	6.31%
	7.68%
	7.22%

	溢出环境
	交通通达程度
	3.48%
	4.62%
	5.79%
	6.25%
	5.92%
	5.21%

	
	邮电业务发展水平
	6.74%
	8.02%
	8.11%
	11.54%
	7.30%
	8.34%

	
	互联网普及水平
	4.42%
	5.27%
	5.24%
	4.25%
	3.77%
	4.59%

	
	城市人口
	7.15%
	7.21%
	7.35%
	7.35%
	7.95%
	7.40%

	溢出广度
	合作申请专利数
	17.36%
	16.01%
	14.97%
	16.51%
	16.96%
	16.36%

	
	专利权转让数
	14.74%
	11.83%
	10.74%
	10.08%
	11.56%
	11.79%


根据图1，从各指标权重变化趋势看，首先，R&D经费支出的指标权重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2016—202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不断增强对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视力度。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指标权重呈下降趋势，表明其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其次，合作申请专利数、专利权转让数的指标权重总体成“V”型，即这两项指标对城市创新溢出的影响力先降低后增强。再次，交通通达程度指标从2016年起保持上升趋势，并于2019年达到顶峰。本文分析部分原因在于：2016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特别强调，要“健全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因此，伴随长三角城市群不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达程度的权重随之上升。最后，邮电业务发展水平的指标权重自2016年起处于缓慢增长态势，并于2019年迅速增长至顶点。本文分析部分原因在于：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邮政、电信行业是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19年直播电商行业全面爆发的浪潮下，长三角城市群邮电行业活力不断增强。
图1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评价指标权重变化
3.2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评价及分析
基于已得各指标权重，采用3.2节TOPSIS法公式，计算2016—2020年长三角26市创新溢出能力的接近度及其均值，结果如表3所示。之后，根据26座城市创新溢出能力接近度大小计算其名次，并以年份为单位对各城市进行排序，所得结果见表4。最后，再对各城市历年创新溢出能力排名进行整合，从而研究各市名次变化趋势，所得结果见表5。
根据表3，首先，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年创新溢出能力的平均接近度分别为：0.217、0.243、0.236、0.229、0.226。以2016年与2020年为基准，创新溢出得分提高的城市共16座，创新溢出得分下降的城市共10座，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的总体水平有所增强。其次，从长三角城市群各市历年创新溢出的平均接近度看，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的平均相对接近度较高，分别为0.737、0.563、0.495、0.481、0.425，均大0.4。说明这五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较强，对周边区域创新发展具备正向推动作用；而滁州、安庆、铜陵、宣城、池州的平均相对接近度较低，分别为0.090、0.069、0.067、0.064、0.061，均小于0.1。说明这五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较弱，难以有效推动其他城市创新发展；此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中，上海的创新溢出能力平均接近度最高，池州的创新溢出能力平均接近度最低，两者相差0.676，初步体现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能力发展的不平衡性。
表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接近度
	城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均值

	上海
	0.763
	0.723
	0.688
	0.761
	0.752
	0.737

	南京
	0.491
	0.562
	0.599
	0.586
	0.578
	0.563

	无锡
	0.307
	0.353
	0.265
	0.228
	0.222
	0.275

	常州
	0.212
	0.221
	0.212
	0.186
	0.197
	0.206

	苏州
	0.419
	0.512
	0.516
	0.487
	0.473
	0.481

	南通
	0.196
	0.173
	0.169
	0.174
	0.160
	0.174

	盐城
	0.094
	0.102
	0.104
	0.113
	0.112
	0.105

	扬州
	0.114
	0.141
	0.133
	0.135
	0.133
	0.131

	镇江
	0.218
	0.250
	0.211
	0.175
	0.166
	0.204

	泰州
	0.116
	0.149
	0.145
	0.143
	0.143
	0.139

	杭州
	0.430
	0.482
	0.507
	0.532
	0.525
	0.495

	宁波
	0.267
	0.391
	0.278
	0.256
	0.237
	0.286

	嘉兴
	0.138
	0.163
	0.173
	0.132
	0.172
	0.156

	湖州
	0.179
	0.259
	0.254
	0.227
	0.185
	0.221

	绍兴
	0.198
	0.203
	0.191
	0.193
	0.194
	0.196

	金华
	0.130
	0.170
	0.182
	0.195
	0.140
	0.163

	舟山
	0.140
	0.161
	0.174
	0.193
	0.159
	0.165

	台州
	0.113
	0.128
	0.137
	0.158
	0.143
	0.136

	合肥
	0.375
	0.470
	0.418
	0.451
	0.409
	0.425

	芜湖
	0.235
	0.270
	0.275
	0.160
	0.252
	0.238

	马鞍山
	0.119
	0.130
	0.122
	0.118
	0.164
	0.131

	铜陵
	0.081
	0.067
	0.062
	0.054
	0.072
	0.067

	安庆
	0.096
	0.058
	0.061
	0.063
	0.067
	0.069

	滁州
	0.091
	0.079
	0.134
	0.073
	0.075
	0.090

	池州
	0.058
	0.061
	0.056
	0.055
	0.075
	0.061

	宣城
	0.055
	0.050
	0.058
	0.097
	0.061
	0.064

	均值
	0.217
	0.243
	0.236
	0.229
	0.226
	


结合表4、表5可以看出，首先，2016—2020年创新溢出能力排名前五的城市始终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其中，上海的创新溢出效应长期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顶尖位置，历年排名均位于第1位；南京、合肥排名分别长期位于第2、第5位；杭州、苏州的名次波动极小，以2016年与2020年为基准，二者名次均未改变。可见，这些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呈现出水平高、波动小两大特征，能够持续对其他城市的创新活动产生正向溢出,是推动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2016—2020年铜陵、宣城、池州的排名始终位于后5位。安庆除2016年外、滁州除2018年外，其余年份排名均位于后5位。盐城仅2016年与2018年排名位于后5位，但其余年份排名均位于倒数第6位。其中，安庆由21名降至25名；盐城由22名升至21名；池州由25名升至22名；宣城由25名升至24名。可见，这些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呈现出水平低、波动大两大特征，难以对外维持创新溢出。为此，必须注重对此类城市创新发展的带动引领，以缩小长三角城市创新水平差距。此外，其余各市名次下降较为明显的是镇江，由第9名降至第13名。究其原因，镇江紧邻南京，而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其高校建设、经费投入等关键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受到南京虹吸效应的作用，镇江难以集聚大量创新资源与科研人才，创新溢出增长受限。
表4 长三角城市群历年创新溢出得分排序
	城市
	2016年
	城市
	2017年
	城市
	2018年
	城市
	2019年
	城市
	2020年

	上海
	1
	上海
	1
	上海
	1
	上海
	1
	上海
	1

	南京
	2
	南京
	2
	南京
	2
	南京
	2
	南京
	2

	杭州
	3
	苏州
	3
	苏州
	3
	杭州
	3
	杭州
	3

	苏州
	4
	杭州
	4
	杭州
	4
	苏州
	4
	苏州
	4

	合肥
	5
	合肥
	5
	合肥
	5
	合肥
	5
	合肥
	5

	无锡
	6
	宁波
	6
	宁波
	6
	宁波
	6
	芜湖
	6

	宁波
	7
	无锡
	7
	芜湖
	7
	无锡
	7
	宁波
	7

	芜湖
	8
	芜湖
	8
	无锡
	8
	湖州
	8
	无锡
	8

	镇江
	9
	湖州
	9
	湖州
	9
	金华
	9
	常州
	9

	常州
	10
	镇江
	10
	常州
	10
	绍兴
	10
	绍兴
	10

	绍兴
	11
	常州
	11
	镇江
	11
	舟山
	11
	湖州
	11

	南通
	12
	绍兴
	12
	绍兴
	12
	常州
	12
	嘉兴
	12

	湖州
	13
	南通
	13
	金华
	13
	镇江
	13
	镇江
	13

	舟山
	14
	金华
	14
	舟山
	14
	南通
	14
	马鞍山
	14

	嘉兴
	15
	嘉兴
	15
	嘉兴
	15
	芜湖
	15
	南通
	15

	金华
	16
	舟山
	16
	南通
	16
	台州
	16
	舟山
	16

	马鞍山
	17
	泰州
	17
	泰州
	17
	泰州
	17
	台州
	17

	泰州
	18
	扬州
	18
	台州
	18
	扬州
	18
	泰州
	18

	扬州
	19
	马鞍山
	19
	滁州
	19
	嘉兴
	19
	金华
	19

	台州
	20
	台州
	20
	扬州
	20
	马鞍山
	20
	扬州
	20

	安庆
	21
	盐城
	21
	马鞍山
	21
	盐城
	21
	盐城
	21

	盐城
	22
	滁州
	22
	盐城
	22
	宣城
	22
	池州
	22

	滁州
	23
	铜陵
	23
	铜陵
	23
	滁州
	23
	滁州
	23

	铜陵
	24
	池州
	24
	安庆
	24
	安庆
	24
	铜陵
	24

	池州
	25
	安庆
	25
	宣城
	25
	池州
	25
	安庆
	25

	宣城
	26
	宣城
	26
	池州
	26
	铜陵
	26
	宣城
	26


表5 长三角城市群26市创新溢出名次变化
	城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上海
	1
	1
	1
	1
	1

	南京
	2
	2
	2
	2
	2

	无锡
	6
	7
	8
	7
	8

	常州
	10
	11
	10
	12
	9

	苏州
	4
	3
	3
	4
	4

	南通
	12
	13
	16
	14
	15

	盐城
	22
	21
	22
	21
	21

	扬州
	19
	18
	20
	18
	20

	镇江
	9
	10
	11
	13
	13

	泰州
	18
	17
	17
	17
	18

	杭州
	3
	4
	4
	3
	3

	宁波
	7
	6
	6
	6
	7

	嘉兴
	15
	15
	15
	19
	12

	湖州
	13
	9
	9
	8
	11

	绍兴
	11
	12
	12
	10
	10

	金华
	16
	14
	13
	9
	19

	舟山
	14
	16
	14
	11
	16

	台州
	20
	20
	18
	16
	17

	合肥
	5
	5
	5
	5
	5

	芜湖
	8
	8
	7
	15
	6

	马鞍山
	17
	19
	21
	20
	14

	铜陵
	24
	23
	23
	26
	24

	安庆
	21
	25
	24
	24
	25

	滁州
	23
	22
	19
	23
	23

	池州
	25
	24
	26
	25
	22

	宣城
	26
	26
	25
	22
	26


3.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时空格局分析
利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裂点法将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得分分类，5个分段标准从高到低依次代表高水平（得分＞0.578）、较高水平（0.252＜得分≤0.578）、中等水平（0.172＜得分≤0.252）、较低水平（0.075＜得分≤0.172）、低水平（得分≤0.075），所得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时空格局图见图2。
首先，在时间维度，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处于高、较高水平的城市共有7座，2020年减少至5座；2016年创新溢出效应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共有6座，2020年仍为6座；2016年创新溢出处于低、较低水平的城市共有13座，2020年增值至15座。结合3.2节结论可知，伴随时间推移，尽管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创新溢出水平有所增强，且创新溢出效应得分增加的城市多于减少的城市，但仍有部分城市的创新溢出水平处于下降状态，且下降幅度较大。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水平发展并不均衡，呈现出整体水平提高，局部水平下降的发展趋势。可见，创新溢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image: ][image: ]其次，在空间维度，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水平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理临近性与集聚性特征，整体呈现出以龙头城市上海，副中心城市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逐步向外递减的“多中心”结构。可见，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的创新溢出中心，对激发区域创新溢出效益、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起到重要引领作用，充分利用这些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对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而合肥同为副中心城市，虽然具备较高的创新溢出水平，但其周边区域创新溢出水平较弱，滁州、铜陵、安庆三市的溢出水平有所下降。可见，合肥的创新带动作用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更强，致使周围难以形成良好的创新溢出体系。此外，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态势。主要由于上海、苏州、杭州三个溢出中心整体位于城市群东南部，且创新溢出效应均处于高、较高水平，能够不断带动周边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西北部的溢出中心只有南京、合肥两座城市，且合肥的创新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整体弱于东南部。
（a）2016年                                 （b）2017年
[image: ][image: ][image: ]            （c）2018年                                 （d）2019年
（e）2020年
图2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溢出效应时空分布
注：该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城市创新溢出是促进城市周边地区创新协同发展，推动城市区域创新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引擎，评价并分析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厘清城市群创新溢出时空分布特征，对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水平、推动区域创新一体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为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各市创新溢出效应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三级指标中，合作申请专利数、建设高校数量、R&D经费支出、专利权转让数对提高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而发明专利授权量、交通通达程度、互联网普及水平权重相对较低。二级指标中，创新投入和溢出广度对城市创新溢出影响更大。第二，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得分排名前五的城市为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其创新溢出表现出水平高、波动小的特征，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溢出中心。而排名落后的城市主要包括滁州、安庆、铜陵、宣城、池州、盐城，其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水平低、波动大的特征，对周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较弱。第三，时间维度，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创新溢出水平实现增长，但局部城市溢出水平下降幅度较大。空间维度，城市群创新溢出呈现出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多中心”结构。城市群东南部创新溢出水平整体高于西北部，呈现出“东南强、西北弱”的分布特征。特别的，合肥市对周边城市创新的实际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其创新溢出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4.2 建议
第一，应结合自身实际提升各项关键创新溢出指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应统筹创新资源，逐步提高城市创新投入支持力度，尤其应注重加强高校建设与科研经费投入，为城市教育事业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助力。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努力实现与其他城市的创新交流与联动，合作产出更丰富的创新成果，扩大创新溢出广度。
第二，应加快构建以溢出中心为核心的创新溢出网络。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五大创新溢出中心应高效利用优质创新资源，激发自身对区域创新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共享创新资源、组织创新活动、促进人才交流等方式构建创新网络，不断带动周边城市创新水平的进步，着力提高较低水平、低水平城市的创新能力，为建设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注入动力；滁州、安庆、铜陵、宣城、池州、盐城应将重心转移至吸收中心城市的创新外溢成果中，争取更多科研合作与交流机会，同时推行人才激励政策，建立健全区域人才交互机制，不断汲取新技术、新资源、新人才，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其他城市应做到取长补短，在保持现有创新溢出优势的基础上，针对自身短板完善创新服务政策、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结合自身特点打造独特创新优势，在促进自身创新产出的同时打通创新外溢渠道，促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
第三，应着力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创新协同发展。要完善创新资源流通模式，保障创新要素分配效率与公平性，适当对西北部创新溢出能力较弱的城市实施政策优惠与资源倾斜，以缩小区域差距。各创新溢出处于低、较低水平的城市也应主动加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创新溢出中心城市的合作与联系，补足短板，增强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创新能力。此外，合肥市应注重实现创新外溢效应与自身虹吸效应的平衡，在谋求发展的同时承担更多责任，引领、带动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通过持续向外输出技术、知识与人才，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创新溢出网络，进而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西北部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以期加快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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